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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為採訪來源拒絕作證案件 
最高法院昭和二十七年八月六日大法庭判決 

昭和二十五年（あ）二五０五號 

翻譯人：吳煜宗（節譯） 

判 決 要 旨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三條規定：「法院除本法有特別規定之

情形外，對於任何人均得以證人訊問之。」是課一般國民有作證

之義務。以證人之身分到法庭陳述證言，係強制該證人個人為重

大之犧牲。就個人之道義觀念言，有時欲保守秘密者，亦應陳述

證言，其結果可能引起他人的敵意、不信任或怨恨。需要證言的

該具體案件雖係訴訟當事人的問題，所以強加證人如此犧牲的依

據，實係經由實際經驗的真實發現，以期法律正義能適當正確的

實現，是為司法裁判的使命，強制證人作證即為達成該使命所不

可缺之故，從而一般國民的作證義務為國民協助司法裁判能適當

正確的行使所負重大義務。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至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列舉免除

作證義務的例外情形，就中第一百四十六條係為實現憲法第三十

八條第一項保障的權利所設例外規定，其餘則係從立法政策上考

慮，認承認拒絕證言為妥當的例外情形。鑒於一般國民的作證義

務乃國民的重大義務，承認拒絕證言權屬於極端的例外而應予限

制，故前述例外規定乃屬限定列舉，即不得將此類推適用於其他

情形。對於新聞記者是否承認其就採訪來源有拒絕證言權為立法

上裁量餘地問題，即不得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九條所列舉

醫師等相關規定，將其類推適用於新聞記者，毋乃當然。 
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係對一般人平等的保障表現自由，並非

對新聞記者為特別的保障。其憲法意旨乃於不違反公共福祉範圍

內，讓人民能暢所欲言。不能解為以形成發表意見的內容之目的

而採訪時，就採訪的來源亦應犧牲維持公共福祉最重要的，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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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權公正所必要的作證義務，進而保障其拒絕證言權。對於國

民之中的某種特定人，是否應考慮其特種的使命、地位等而賦予

特別的權利保障，乃屬立法自由形成事項，並非憲法第二十一條

的問題。 
憲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所謂「自己」一詞，應解為限於

陳述者本人，不包含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七條所規定之近親者

在內。因此，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七條之規定，並非憲法第三

十八條第一項所保障之範圍，僅係因慮及與證人有一定身分關係

之近親情誼，認為賦予拒絕作證權在立法政策上具有妥當性而

已。 
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六條規定請求法官傳訊證人

時，法官認請求為有理由者，即得訊問之。證人不得以犯罪嫌疑

之事實客觀上不存在為理由，拒絕證言。 

事 實 
松本市警察署司法警察員於昭和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因松

本稅務署員Ａ觸犯收賄等罪嫌疑，向松本簡易法院法官請求核發

逮捕狀，經法官於二十五日上午十時許核發。同日下午三時許，

朝日新聞松本支局記者即本案被告石井清告知松本市警察署搜查

課長會田武平，法官已核發對Ａ的逮捕令狀，並訊問案件如何進

展。會田回答不知，內心則警覺逮捕令狀的核發已經外洩，因而

提前於同日下午九時執行逮捕。詎翌日朝日新聞松本版竟刊登該

請求逮捕狀之事實及逮捕狀所載犯罪嫌疑的事實。因洩漏上開事

實對偵查的進行有重大障礙，如參與該逮捕狀之請求、作成、發

送事務之國家公務員所為，其所知事實與國家公務員法第一百條

規定公務員因職務上所知之秘密相當，將此秘密洩漏即有違反國

家公務員法罪嫌。檢察官以偵查上開罪嫌有必要訊問證人即本案

被告為由，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六條規定請求法院訊問。被

告因拒絕證言，經第二審以犯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的拒絕

作證罪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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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的上訴理由主要係主張，新聞在民主政治下，乃提供民

眾健全判斷基礎的材料，性質上屬社會公器，受憲法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表現自由的保障。為達成表現自由，新聞記者的採訪

方法亦應自由。為維持採訪自由，自有必要保守採訪來源之秘

密，保守此秘密亦屬新聞記者的職業倫理及權利，且為對消息提

供人應遵守的道義，為保障新聞的表現自由絕對必要的手段。因

此保守採訪來源之秘密應受憲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表現自由

的保障，新聞記者就採訪來源拒絕作證，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

十一條規定所謂「正當理由」。 

關 鍵 詞 
採訪來源  作證義務  拒絕作證權  限定列舉  公共福祉  立法

政策 

 

主  文 

本件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上所課予一般人民之法庭上作證

義務，乃是國民應該協力於司法

裁判適當正確之行使的重大義

務。而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

四條乃至於第一百四十九條上所

承認之免除作證義務的例外情形

中，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六條

雖然是為了實現由憲法第三十八

條第一項（禁止強迫自咎條款）

所規定之憲法上保障的例外規定

而設，然而所餘其他所有承認拒

絕作證的情形，則是基於立法政

策上的考量而被認為是妥當情形

的例外規定。惟鑒於一般國民的

作證義務乃是國民的重大義務此

點，法律承認拒絕作證權乃是屬

於極為例外的情形。而此一例外

規定乃是屬於限定式列舉，當然

不應該將此類推適用於其他的情

形上。 
 
二、對於是否承認新聞記者在採

訪來源上的拒絕作證權，乃是在

立法政策上具有考量餘地的問

題，即使存在承認新聞記者之拒

絕作證權的立法例，然而由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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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並未列舉出新

聞記者具有拒絕證言權，在與刑

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九條所列舉

的醫師等比較之下，新聞記者無

法類推適用以上的規定，乃是當

然的結論。 
 
三、憲法第二十一條是對於一般

人平等地保障其表現自由之規

定，並非是對於新聞記者賦予特

種保障的規定。憲法中關於以上

規定的保障，乃是在限於無違反

公共福祉，必須使人得以自由地

發表意見的情形。而對於尚未表

示之意見的內容，關於此後為了

形成其內容的新聞採訪來源，不

惜犧牲基於公共福祉且在最重大

的司法權之公正發動上所必要不

可欠缺的作證義務，連拒絕證言

之權利亦給予的保障的情形，到

底是讓人無法理解的。上訴人主

張新聞記者負有特種之使命、地

位，然關於國民中的某種特定人

士而言，是否應該考慮其特種的

使命、地位等而賦予特別的保障

權利，乃是屬於立法機關所應決

定的事項，並非憲法第二十一條

的問題。 
 
四、憲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之規

定上所謂的「自己」一詞，應限

定於陳述者本人，而不應解釋成

包含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七條

所規定之近親者在內。因此，刑

事訴訟法第一四十七條之規定，

並非憲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所保

障之範圍，而僅是因慮及證人及

與其有一定身分關係者間之近親

情誼，故認定賦予拒絕作證權乃

是具有立法政策上妥當性。 
 

五、刑事訴訟法上關於搜查

事項，由於原則上並未承認強制

搜查權之故，搜查官為求達到搜

查之目的而認為有傳訊證人之必

要時，在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

六條所規定之條件下，則規定應

該由檢察官向法官請求其許可。

接受上述請求之法官認為其請求

具有正當理由時，即可以傳訊證

人，而受到傳喚之證人當然即負

有作證之義務。即使爾後基於搜

查結果因犯罪嫌疑不充分而受不

起訴之處分，或日後證明犯罪不

成立或因無犯罪證據而獲判無

罪，由於該證據調查程序無疑地

並非溯及而為違法無效之故，證

人當然不得以該被疑事實客觀上

不存在作為理由而拒絕作證。

 


